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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空间非均衡

及分布动态演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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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是确立技术话语权､ 引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 本文根据集体

行动理论, 构建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评价体系;运用熵权 - 综合评价法､ “熵权” 非线性规划

法､ TOWA - GA 混合算子模型对其进行测 度; 运用 ArcGIS 空间技术､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 Kernel (核)

密度估计法对我 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 2015—2019 年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展开空间非均衡及分 布动

态演进分析｡ 结果表明: (1) 考察期内,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显著 提升, 东部优势明显, 西部的

年均增长率最高｡ (2)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 力整体地区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 地区间差异是造成地

区差异的主要来源｡ (3) 我国整 体及东部地区均呈现多极化发展态势, 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梯度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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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已成为国家竞争的重点。根据信通院统计数据，截至 2021 年，全球已有 60 多个国

家及地区部署了人工智能战略
[1]
。其中，人工智能技术标准作为技术共识，可以消除认知分歧，塑造产业技术底层架构和基础逻

辑，支持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和鲁棒性，进一步解释和减少算法决策中的偏差，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和产业部署产生深远影响
[2]
。

因此，美国、德国、中国等主要国家都将人工智能技术标准发展纳入战略框架，积极布局路线图，并推动其国内标准成为国际

标准
[2]
。我国于 2017 年颁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初步建成人工智能技术标准”是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战

略规划“三步走”的第一步；在 2021 年发布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中提出的“关键技术领域标准研究”目标，人工智能也

位于三大领域首位。提升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是确立技术话语权、引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这一观点已经在

决策层、产业界达成共识。然而在理论研究层面，目前关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评价、技术创新等方面较为丰富，尽管也有研究

就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治理
[2,3]

、技术标准需求
[4,5]

、技术标准合作网络演化
[6]
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观点，但对人工智能技术标准

能力的深入研究尚未展开。

技术标准形成也被称为技术标准制定/开发
[7,8]

、标准建立
[9]
等，关于技术标准形成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关注技术标准是在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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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机制下形成的，提出了政府主导模式、市场协调模式、联盟协调模式和委员会协调模式
[10,11]

等四种主要的方式。另一方面关

注哪些因素影响技术标准的形成，技术特性(如技术先进性/优越性、技术成熟度、技术兼容性
[12,13]

等)、资源投入(如标准化专家

和标准化费用投入
[14]

)、政府规制(如舆论引导、财政支持、制定政策
[15]
等)、市场环境(如安装基础、消费者预期、互补产品

[12,13]

等)的影响得到较多认同。关于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测度，多数研究使用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数量来表征
[16,17]

;也有研究侧

重于标准形成中技术创新的贡献，采用专利申请量来衡量
[18,19]

。技术标准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同动机、目的和利益的技术标准

制定主体，围绕某一特定技术路线、质量要求等进行谈判、合作和互动，遵循一些既定的规则达成协议，最终形成技术标准
[20]
。

其本质上是一个整合技术、经济及专家资源，通过集体协商与选择，达成技术共识的过程。因此，如何考虑多主体参与行为，

更精准的刻画标准形成动态过程、设计更科学的技术标准形成能力评价体系是一个值得突破的问题。

更进一步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目前均出台了面向“十四五”甚至 2030 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普遍把人工智能置于当

地产业发展的关键领域。技术标准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支撑要素，各地发展差异较大。单纯从主导制定国家标准占比看，

北京(43.18%)占据绝对优势，广东(14.39%)、上海(9.47%)、江苏(8.71%)、辽宁(5.68%)、浙江(4.92%)也较为领先，但是有 17

个地区占比不足 1%。从全国布局看，各地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上各有优势，一些中西部地区如 2011 年以后，四川、陕西、湖北、

重庆等快速发展，成为“追赶者”
[21]
,那么，各地在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水平如何?不同维度上有哪些差异?这将是各地弥补技术标

准化能力短板、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的决策支撑。

鉴于以上思考，本文引入集体行动理论，刻画多主体集体参与标准形成的过程，并基于此构建多维度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指

标体系，进而采用动态测度方法揭示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动态演进规律，探索其空间非均衡特征及分布动态演进，以研判人工

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的空间现状，为相关部门提供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发展路径参考。

一、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测度

(一)研究方法

1.熵权-综合评价法。

熵权-综合评价法是通过对各个数据所能提供的信息的大小，仅依赖于数据本身，根据指标的离散程度来判断其对综合评价

的影响，从而得出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综合评价值。若某一指标的熵值高，表明它所包含的信息量少、不确定度高、离散度低，

则该指标对综合评估的影响小，则权重低。

首先，建立决策矩阵。假设本研究指标的集合为 D=(D1,D2,D3,…,Dn),且评价对象各省市的集合为 M=(M1,M2,M3,…,Mm),xij

为样本值。其中，i=1,2,3,…,m; j=1,2,3,…,n。

其次，由于每个指标的量纲都是不相同的，所以在进行正式的计算之前，本研究采用极差法对原始书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 x′

ij。然后，计算指标信息熵 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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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w 代表熵权，则第 j 个指标权重则可以通过公式 3 得到：

最后，计算各个地区的评价值 Gij:

2.“熵值”非线性规划法。

“熵值”非线性规划法既可以兼顾指标的重要性程度又可以区分不同时期的重要性程度，其原理是设置时间度θ,使时间权

重 wk 之间的差异最小，而该差异则是用“熵”来表示，如公式 5所示：

根据卿青平
[22]
的研究，基于“厚今薄古”的原则，选取时间度θ=0.3,表示“较为重视近期数据”,使用 Matlab 软件求解出

2015—2019 年时间权重 w,见表 1。

表 1 2015—2019 年时间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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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时间权重 0.0706 0.1086 0.1672 0.2574 0.3962

3.TOWA-GA 混合算子模型。

TOWA-GA 模型结合了时序几何平均模型(TOWGA)算法以及时序加权平均模型(TOWA)算法，是一种组合使用的混合算子模型。

时序加权平均算子(TOWA)对各个时期的评价结果具有较好的互补性；时序几何平均算子(TOWGA)则较强地突显了系统发展的均衡

性。根据郭亚军[23]定义：

时序加权平均算子(TOWA):令 N={1,2,…,n},称为，〈ui,ai〉(i∈N)为时序加权平均对，则 TOWA 为：

其中，wj 为第 j时期的时间权重，bj 为第 j时期的评价值，称 F为 n维时序加权平均(TOWA)算子。

时序几何平均算子(TOWGA):令 N={1,2,…,n},称为〈ui,ai〉(i∈N)为时序几何平均对，则 TOWGA 为：

其中，wj 为第 j时期的时间权重，bj 为第 j时期的评价值，称 G为 n维时序几何平均(TOWGA)算子。

因此 TOWA-GA 混合算子计算公式为：

评价对象在评价期内的最终评价值为：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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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i 为评价对象在评价期内的时序加权平均(TOWA)算子，σ1 为时序加权平均(TOWA)算子的离差平方和；Gi 为评价对

象在评价期内的时序几何平均(TOWGA)算子，σ2为时序几何平均(TOWGA)算子的离差平方和。

4.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

Dagum 认为可以将基尼系数进行分解，以计算区域差异来源和区域间的交互影响[24]。因此，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

成能力的地区差异使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依据公式 12 进行探析。

式中，yji(yhr)代表 j(h)区域内任意一省份的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μ代表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总体能力；n

代表省份总个数；k 代表划分区域的个数；nj(nh)代表 j(h)区域内省份个数。在计算时，首先根据公式 13 对区域内人工智能产

业技术标准平均能力排序：

基尼系数可以被分解为 3 个部分：①区域内差距贡献 Gw,即各区域内部之间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分布差异，本文主要指东部

地区所包含的各省份间、中部地区所包含的各省份间和西部地区所包含的各省份间的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分布差异；②区域间差

距贡献 Ghb,即区域与区域之间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分布差异，本文主要指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三大区域间技术标准形成能

力的分布差距；③超变密度贡献 Gt,即东中西部之间技术标准形成能力重叠交叉，对结果造成一定影响的一种余数，且上述满足

G=Gw+Gnb+Gt。Gjj 代表 j区域的区域内基尼系数，Gjh 代表 j、h区域之间的区域间基尼系数，计算公式为：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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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代表 j(h)区域间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

贡献率影响程度。其中，djh 为区域间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贡献率差值；pjh 为超变一阶矩，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5.Kernel(核)密度估计。

Kernel(核)密度估计方法无需事先设定模型结构，稳定性较强，且能够用连续密度曲线可视化的展现随机变量的分布态势。

在研究空间非均衡问题中，Kernel(核)密度估计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方法。若随机变量 X1,…,Xn 同分布，而密度函数 f(x)

未知，则可通过经验分布函数得到密度函数 f(x)的核估计：



7

式中，N为观测值数，z 为条件关系式，I(z)为示性函数；若 z为假时，I(z)=0;若 z 为真时，I(z)=1。Kernel(核)密度估

计为：

式中，h 表示自定义表宽带，x 表示均值，Xi 表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K(· )代表核函数，需满足：

。

在核密度估计时，宽带 h及核密度函数 K(x)的选择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计算结果。h 是观测值 N的函数，两者应满足公式

24。

根据核函数表达形式的不同，通常包括三角核(Triangular)、四次核(Quartic)、伊番科尼可夫核(Epanechnikov)及高斯核

(Gaussian)等。本文使用较为常用的高斯核函数(见公式 25)对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进行估计。

(二)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技术标准源于技术，科学技术创新是技术标准建立的前提。在技术研发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技术标准，是技术标准的研制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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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协商一致标准形成过程的关键环节，既有各自拥有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的合作与协商，也有基于不同动机的博弈，最后就某

个技术标准的选择达成一致。达成协商一致的技术标准通过批准发布而完成标准的形成过程。技术标准形成的周期较长，且在

过程中需消耗大量资源，技术标准的结果与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需要各方集中力量共同参与，以解决过程中出现

的种种难题
[18]
,这些特征符合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

[25]
。集体行动理论侧重于实现单个伙伴无法实现的共同目标

[26]
,也被用于研究

组织如何合作开发信息系统标准
[27,28,29]

。奥尔森提出了集团规模、集团成员异质性和制度设计是集体行动的核心影响因素
[30,31,32]

,

本文基于此识别了技术标准形成过程中参与主体规模、参与主体异质性及制度设计三个一级指标，以此形成理论模型(如图 1)。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指出，到 2025 年实现政府型标准和市场型标准并重发展，优化标准二元结构。在标准化发展过程

中，政府型标准保障基本人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而以团体标准为代表的市场型标准，则是为了满足产业创新需求和发展需

要，激发市场活力。根据前期数据统计，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标准中，团体标准占比 49.82%,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此外，在

实际技术标准形成过程中，标准制定单位分为主导制定和参与制定，这两种形式的影响力也不同
[33]
。凌艳平认为主导制定标准

的参与主体在标准形成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和主导作用，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优势，也表明其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更强[34]。

参与制定技术标准的行为主体虽然不能发挥主导作用，但是 Blind 认为他们可以在标准形成过程中获得相关知识，以此增强自

身竞争优势
[35]
。

奥尔森认为参与主体规模是集体行动实现程度的关键变量，规模的大小决定了是否更有倾向产生集体行动。Esteban 提出较

大规模的群体更能有效地组织集体行为
[36]
。Oliver 主张如果成本随群体规模变化不大，那么较大的群体应该比较小的群体表现

出更多的集体行动
[37]

。因此，在参与主体规模层面，在考虑标准参与主体的数量之外，设定平均参与主体数量，表示参与单位

越多，其协商一致的程度越高。

集体成员的差异性对集体供给也有较大的影响，在集体中成员之间的差异性越大，集体物品越容易产生；即集团之间的非

对称性越强，更容易形成集体行动。Sandler 认为异质群体更倾向于达成某种集体行动
[38]
。de Reuver 指出不同行动者之间资源、

时间等的差异会使他们相互依赖而引发集体行动
[26]

。技术标准参与主体主要包括了企业、科研院所、技术机构、高等院校、社

会团体、政府部门等。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协调能力不同，其发挥的作用也就不同。其中，企业往往是技术标准形

成阶段参与数量最多、最为活跃的一类主体
[39]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也指出，企业是关键主体，要形成企业为主的标准化

工作新格局。因此，在参与主体异质性层面，除了主导制定平均参与主体类别数外，还考虑企业占比。

在制度设计的选择性激励影响因素中，强制性组织成了不可或缺的制度条件。技术标准的形成不仅是技术性竞争过程，更

是政治化过程
[40]

。因此在标准形成过程中，政府承担了这一组织角色。而产业竞争力可以帮助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国内甚至国

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以有效获取产业的经济利润[41],因此产业竞争力的大小往往也会影响制度设计。基于上述理论分析，

构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指标体系，其中包含了 3 个一级指标和 11 个二级指标，具体如表 2所示。

表 2 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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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

参与主体规模

主导制定政府型标准的平均参与主体数量

主导制定市场型标准的平均参与主体数量

政府型标准参与主体总数

市场型标准参与主体总数

参与主体异质性

主导制定政府型标准的平均参与主体类别数

主导制定市场型标准的平均参与主体类别数

政府型标准参与主体中区域企业类别占比

市场型标准参与主体中区域企业类别占比

制度设计

人工智能发展政策数量

政府奖励力度

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等因素，本文研究区域为我国大陆 30 个省市自治区，暂未将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纳

入研究范围；并参照《中国统计年鉴》,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西部地区。根据表 2 构建的指标体系，选取 2015—2019

年连续时间序列数据。

1.技术标准相关数据的来源及处理。

根据国标委 2021 年发布《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21 版)》中的“人工智能标准体系框架”、“人工智能标准明细表”和

《2019 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化白皮书》中关于人工智能关键技术的界定，选取“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云计算、语音识别、生物

特征、智能制造”等 49 个关键词。以上述关键词为检索词，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人工智能领域技术标准检索；并

辅以工标网、杭州质量服务网、标准图书馆等进行有关起草单位的查找和补充。其中，由于不少技术标准的牵头单位是落户于

北京的国家级研究院、协会等单位，因此本文将主导制定标准中国字头的研究机构和协会按照第二起草单位处理。

2.产业竞争力数据来源及处理。

借鉴李旭辉
[42]
和吕荣杰

[21]
的做法，人工智能产业经济效益相关数据从《中国信息产业年鉴》及我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

统计年鉴中选取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计算机、通信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及专用设

备制造业五大产业加总获得。

3.人工智能发展政策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来源于北大法宝网，针对收集时部分原始数据缺失的问题，采取插值法对其进行补充处理。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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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测度结果分析

根据公式 3 获得的每年指标权重，并通过公式 4 得到 2015—2019 年我国各省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评价值。

采用 TOWA-GA 混合算子模型，结合时间权重 w 对评价结果进行时间权重加权，得到最终评价值和排名，如表 3 所示。

表 3 2015—2019 年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评价结果

区域
地区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最终评价值 最终排名

东部

北京
0.8629 0.2767 0.8589 0.8272 0.7654 0.7353 1

广东
0.2214 0.3885 0.4496 0.5784 0.5575 0.4961 2

上海
0.2350 0.1685 0.2389 0.4682 0.4300 0.3556 3

浙江
0.0975 0.1400 0.2268 0.4229 0.4322 0.3242 4

山东
0.0632 0.0990 0.2417 0.4525 0.4027 0.3101 5

江苏
0.2268 0.1173 0.2599 0.2862 0.4048 0.2976 6

辽宁
0.2545 0.1120 0.1394 0.0943 0.1851 0.1475 11

天津
0.0236 0.0783 0.0393 0.0552 0.3115 0.1286 12

福建
0.0125 0.0672 0.1734 0.2652 0.0614 0.1134 15

海南
0.0094 0.0068 0.0055 0.0083 0.3188 0.0831 17

河北
0.1271 0.0092 0.0495 0.0961 0.0641 0.0633 19

中部

湖北
0.0347 0.6031 0.5616 0.3483 0.0849 0.2412 7

安徽
0.3592 0.0137 0.1450 0.1543 0.3345 0.1972 8

0.1111 0.0384 0.0762 0.1370 0.1740 0.123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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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河南
0.0084 0.0378 0.1353 0.2821 0.0837 0.1155 14

江西
0.0093 0.0038 0.0455 0.1793 0.1324 0.0880 16

山西
0.0043 0.0028 0.0403 0.0620 0.1206 0.0582 20

湖南
0.0111 0.0983 0.0258 0.1090 0.0357 0.0523 22

黑龙江
0.1175 0.0018 0.0175 0.0555 0.0259 0.0305 24

续表 3

区域 地区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最终评价值 最终排名

西部

四川
0.0119 0.0307 0.1905 0.1173 0.4088 0.1920 9

陕西
0.0106 0.0535 0.0976 0.2264 0.2203 0.1518 10

重庆
0.0064 0.0085 0.0211 0.3246 0.0555 0.0822 18

云南
0.0028 0.0048 0.1080 0.0738 0.0756 0.0576 21

广西
0.0110 0.0065 0.0570 0.0142 0.0617 0.0342 23

贵州
0.0031 0.0055 0.0245 0.0096 0.0502 0.0232 25

新疆
0.0096 0.0040 0.0037 0.0244 0.0418 0.0209 26

内蒙古
0.0013 0.0046 0.0407 0.0032 0.0218 0.0136 27

宁夏
0.0061 0.0028 0.0066 0.0075 0.0283 0.0131 28

0.0036 0.0026 0.0062 0.0067 0.0130 0.008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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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青海
0.0020 0.0015 0.0408 0.0043 0.0007 0.0056 30

2015—2019 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全国均值由 2015 年的 0.0953 增长至 2019 年的

0.1968,年均增长率为 25.001%,总体呈现较好的发展趋势，有效支撑了我国人工智能标准化发展目标的实现。从最终排名看，北

京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优势显著。北京作为我国政治经济中心，在技术标准化活动中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无

论是国家 AI 人才数量、服务平台、资本助力、企业数量等，北京均位居全国前列。而广东具备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优势，基础

层和技术层企业数量仅次于北京，主要分布于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华为、腾讯、深信服科技等头部企业较多，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过程中政策也较为完善，因此在技术标准化过程中活跃度较高。上海在推动本市人工智能标准制修订方面做了不少引领

性工作，发布了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导文件，以期打造上海特色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标准体系。

东部地区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且一直处于领先位置。东部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较早，在技术标准形成过程中所拥有的人力、

物力、知识资源等较为丰富，在标准意识上也较为先进，这些因素的协同作用奠定了东部地区的优势。中部和西部相比东部地

区而言，资源较少，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程度较低，因此与东部存在较大差异。

二、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空间非均衡特征

(一)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可视化分析

本文将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分为 5 个等级，分别是高(0.2 以上)、较高(0.1-0.2)、中等(0.05-0.1)、较低(0.01-0.05)和低

(0-0.01)。通过 ArcGIS 空间分析技术，得到 2015 和 2019 年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地区分布图(见图 3),图中空白区域



13

为无数据。

2015—2019 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获得明显提升。在考察期内，高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区域由 2015 年的 6

个省份增加至 2019 年的 11 个省份。低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区域由 2015 年的 12 个省份减少至 2019 年的 1个省份。总体看，东

部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区域间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持续存在着较大差异。

(二)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地区差异及其来源

为了揭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三大地区相对差异，本文计算了我国 2015—2019 年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

形成能力的总体基尼系数，以及在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分解，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

年份 总体系数

地区内基尼系数 地区间基尼系数 贡献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中 东-西 中-西 地区内 地区间 超变密度

2015
0.7211 0.5386 0.6404 0.3408 0.6623 0.9383 0.8708 26.30 63.47 10.23

2016
0.6976 0.4254 0.7525 0.5751 0.6818 0.8584 0.8727 24.92 50.88 24.20

2017
0.5886 0.4615 0.5635 0.5187 0.5864 0.7004 0.6168 28.46 51.88 19.66

2018
0.5469 0.4184 0.3181 0.6661 0.4881 0.7162 0.5842 27.50 55.78 16.72

2019
0.5136 0.3031 0.3824 0.5786 0.5463 0.6570 0.5308 24.60 61.74 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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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总体差距及其演变趋势。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总体基尼系数，从 2015 年的 0.7211 降至 2019 年的 0.5136,其中 2017 年总体基尼系数

下降速率较大。2015—2019 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总体系数差异年均下降 8.01 个百分点，总体技术标准形成能

力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2.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地区内差距及其演变趋势。

图 4 展现了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地区内差距演变的具体形态。①2015—2019 年东部地区内基尼系数均值最小，

表现出“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化趋势。其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 1阶段地区内差距下降，基尼系数由 2015 年的最大

值 0.5386 下降到 2016 年的 0.4254;第 2 阶段差距上升至 2017 年的 0.4615;第 3 阶段地区内则呈现下降的趋势，由 2017 年开始

持续下降至 2019 年的最小值 0.3031。②2015—2019 年中部地区内基尼系数均值为 0.5314,中部地区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

能力的地区内差距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形态。③西部地区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地区内差距则呈现“上

升-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化形态。

3.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地区间差距及其演变趋势。

图 5 展现了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地区间差距演变的具体形态。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产业在 2015—2019 年的技术

标准形成能力存在明显的地区间差距。①东-中部之间的地区差距均值最小，地区间差距呈现出“上升-下降-上升”的演变趋势。

其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 1 阶段，东-中部地区间差距经历了波动幅度十分微弱的上升，基尼系数由 2015 年的 0.6623

上升至 2016 年的 0.6818;第 2 阶段，地区间差异下降至 2018 年的 0.4881;第 3 阶段则呈现上升的趋势。②2015—2019 年东-西

部之间的地区间基尼系数均值最大，为 0.7741。东-西部地区间差距总体呈现下降的变化趋势，仅在 2018 年出现较小的波动，

总体下降幅度为 29.98 个百分点。③中-西部之间差距均值为 0.6951,地区间差距呈现“上升-下降”的演变趋势。其演变过程可

以分为两个阶段：第 1 阶段，2016 年基尼系数在 2015 年的基础上出现微小的增加；第 2阶段则从 2016 年一直下降至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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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地区差距的来源及其贡献率。

图 6 呈现了三大地区分组情况下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总体地区差距来源及其贡献率。①我国人工智能产业

在 2015—2019 年的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表现为“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化态势。②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经历

了“下降-上升”的 V 形变化态势，但在 2015—2019 年间均远高于地区内差距贡献率，显然是造成地区差异的主要来源。③超

变密度的贡献率则表现为倒 V 形，与地区间差异呈现水平对称的变化趋势。

三、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 Kernel 密度估计

为了进一步考察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动态演化，本文采用 Kernel(核)密度估计法探究我国整体及三大区

域内部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分布态势、延展性和极化趋势，以探究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演变的绝对差异规律，具体

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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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全国看，我国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密度曲线总体向右移动，说明 2015—2019 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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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2015—2019 年核密度曲线总体波峰峰值表现为“减小-增大”的态势。相较于 2015 年，2016—2018 年的核密度曲线波

峰高度逐年下降，但宽度呈现增大的形态，说明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地区绝对差异扩大。相比 2018 年，2019 年

波峰高度增加，宽度减小，代表该时期我国整体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绝对差异减小。此外，核密度曲线右拖拉长，说明有些省份(北

京、广州、上海、浙江等)的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发展较快，而有些省份(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的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发展

较慢，差距较为显著。另外，核密度曲线在考察期内均出现了多峰的形态，表明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出现了多

极分化现象。

2.我国东部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核密度曲线整体向右移动，说明 2015—2019 年东部地区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处于

上升的变化趋势。总体而言，东部地区核密度曲线波动较大，且出现较多侧峰。相比于 2015 年而言，2019 年的核密度曲线主峰

高度有所上升，波峰宽度变化不明显，东部地区内部各省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绝对差距在减小。核密度曲线右拖拉长，说明东部

地区内各省份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发展不尽相同，产生了较大的差距。核密度曲线在考察期内均出现了明显的多峰形态，表明我

国东部地区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出现了显著的多极分化现象。

3.2015—2019 年中部地区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密度曲线整体向右移动，表明我国中部地区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总

体提高。核密度曲线总体波峰峰值呈现“增大-减小-增大”的变化态势。2016 年的核密度曲线与 2015 年相比波峰高度有所增加，

说明在此期间中部地区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绝对差距有所减小。相比 2016 年，2017—2018 年的波峰高度逐年下降，中部地区技术

标准形成能力绝对差距扩大。而 2019 年的波峰高度增加，因此该时期中部的绝对差异有所减小。曲线存在较为明显的右拖尾现

象，表明地区内部存在一定的差距。核密度曲线在 2016 年出现了双峰形态，表面该年技术标准形成能力两极分化发展；而在其

余年份均为多峰形态，因此呈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4.我国西部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核密度曲线整体向右移动，说明西部地区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呈现上升趋势。2015

—2019 年核密度曲线总体波峰峰值呈现“减小-增大”的趋势。相比较于 2015 年，2016 和 2017 年核密度曲线波峰高度呈现下

降的变化态势；2018 年的波峰宽度较于 2017 年减小，但波峰高度变化较小，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内部各省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绝对

差距增大。2019 年核密度曲线波峰高度大于 2018 年，说明该期间内西部地区绝对差异减小。核密度曲线存在明显右拖尾的现象，

西部地区内部城市之间发展绝对差距增大。核密度曲线在 2015—2019 年波峰数量由单峰、双峰到多峰，逐渐呈现单极、两极至

多极分化的发展趋势。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借助熵权-综合评价法、“熵值”非线性规划法和 TOWA-GA 混合算子模型对我国东中西部 30 个省级行政区 2015—2019

年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进行测度，并运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和 Kernel(核)密度估计法进一步探索技术标准

形成能力空间非均衡性和分布动态演进特征，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显著提升，2019 年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是 2015 年的 2.065 倍。其中，我国东部技术标

准形成能力为 0.3576,中部为 0.1240,西部为 0.0889,东部优势依然明显。但 2015—2019 年西部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129.15%,增

幅最大。标准形成能力最终评价值的前 6 名均在东部地区，形成了北京、广东(珠三角)、上海-浙江-江苏(长三角)三大核心地

区，集聚发展优势较大。湖北和安徽排名分别为第 7 和第 8,已经初步形成对中部地区的带动效应；四川、陕西排名分别为第 9

和第 10,在西部区域内具有相对优势，云南、贵州和内蒙古加大了产业政策支持，总体增长显著。

2.从 Dagum 基尼系数显示的相对差异看，我国总体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在考察期内差距缩小。在 2015—2019 年间，地区内差

异贡献率最低为 24.6%,最高 28.46%;而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最高 64.47%,最低 50.88%,地区间差异远高于地区内差异，因此地区

间差异是造成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在地区内差异方面，东部和中部总体呈现下降的变化趋势，而西部则呈

现上升趋势。在地区间差异方面，2015—2019 年东-中部、东-西部、中-西部整体均表现为下降趋势，但东-西部的地区间差距

在依然保持最高的水平。中-西部地区间差距从 0.8708 降至 0.5308,减小幅度较大；东-西部差距水平从 2015 年的 0.9383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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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9 年的 0.6570,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

3.从 Kernel(核)密度估计显示的绝对差异看，我国整体及三大地区核密度函数曲线整体向右偏移，进一步表明人工智能产

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呈上升态势。无论是全国整体还是三大地区均出现右拖尾现象，表明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绝对差异在扩大；

且核密度曲线同时存在高主峰和低侧峰，说明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梯度发展。此外，我国整

体及东部地区呈现多极化发展态势，中部地区出现两极和多极分化现象，而西部地区则呈现单极、双极至多极的发展趋势。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下进一步缩小区域间差异，分步提升西部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第一，通过东部带动西部发展，引

导东部技术标准资源逐步流向资源相对匮乏的中西部地区，为中西部人工智能企业尽可能地提供人力、资金等资源支持，实现

区域间技术标准化发展的良性互动，促使人工智能标准在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及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二，

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团体标准的制定。根据本研究统计数据，人工智能产业领域的团体标准已从 2015 的 3 项增

加至 2019 年的 56 项；在 2019 年 150 项人工智能标准中，团体标准占比 37.3%,发展迅速。因此西部虽然当前技术创新能力和资

源不具备优势，暂时不具备主导制定政府型标准的能力，但可以加强政策引导，加大激励力度，支持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型

标准的制定，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提高自身技术标准形成能力。

2.重视西部和中部的地区内差异问题。以 2019 年为例，西部 11 个省份中，甘肃、广西、贵州、内蒙古等 8 个省份均未主

导制定任何类型技术标准；另外，政府型标准参与主体总数不超过 5 个的有 8 个省份，市场型标准参与主体总数不超过 5个的

有 6 个省份，这意味着参与标准制定的积极性也不高。西部的四川和陕西在全国综合排名分别为第 9名和第 10 名，也是西部地

区技术标准形成能力最高的两个省份。目前四川正在重点发展先进数算、工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而陕西则强调在人

工智能理论、算法、芯片等领域的进展。因此应充分发挥四川和陕西的极核带动作用，选择在特色重点领域打造技术标准形成

能力优势，广泛开展产业链技术标准合作。从中部地区看，应以湖北、安徽为中心开展技术标准联动，进一步缩小与东部地区

的差异，同时带动中部地区整体技术标准能力的提升。湖北聚集了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一流高校，且拥有人工智能相关

企业近 300 家，基本形成较为完成的产业链条，技术标准形成能力在中部地区综合排名最高。2019 年湖北的政府型标准参与主

体总数为 20,与安徽并列中部第一；市场型标准参与主体总数为 25,位于中部第一位，且标准参与主体较为活跃，然而湖北在主

导制定标准方面提升空间较大。因此，应促进湖北和安徽的协同联动，打造中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标准发展高地，辐射带动中

部地区整体技术标准形成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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